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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测度方法

李秀彬，朱会义，谈明洪，辛良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针对土地利用集约度测度混乱的状况，文章从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实物指标还是价值指标、综合测度

还是分项测度、单纯测度还是复合测度以及初级集约度还是次级集约度测度等五个方面，辨析了土地利用集约度

的概念，评价了各种测度方法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认为土地集约利用或粗放利用，本身不是土地利用的目标，是实

现土地合理利用的两种基本途径。 其本质是资源的替代。 把土地集约利用定义为用资本和劳动来替代土地资源的

现象，使集约度变化与用途转换这两种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联系起来。 提出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土地利

用集约度的基本测度指标应为单位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数量， 产出指标只可以作为代用指

标。 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需求的角度，对土地集约度指标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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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对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源于对土地产品
或服务的需求变化。 有两种途径可以满足需求的增
长，一是扩大土地面积，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产
出[1]。 或者说，实现土地利用的目标，存在两种根本
的途径。 相应地，土地利用变化就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用途转换，二是集约度的升降[2]。 然而，目前国
内外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侧重用途转换，而忽视
了集约度变化。 例如，近期在土地利用变化方面出
版的两部系统总结性著作———《土地利用和土地覆
被变化———地方过程与全球影响》[3]和《土地利用和
土地覆被变化百科全书》[4]中，均未将集约度变化列
为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 2003 年发布
的《土地基本术语》[5]中，有关土地利用变化的定义，
也没有涉及集约度变化。

然而，有关环境和生态在农地集约利用作用下
的退化过程研究，特别是农业集约利用对生物多样
性和非点源污染的影响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国际学
术界的重视[6~8,27~29]。 在国内，土地政策和管理方面，
存在着粮食安全、城镇化建设、生态保护三大土地
需求的尖锐冲突。 要统筹协调这些冲突，最重要的
是集约和节约利用土地，特别是城乡建设用地。 因
此，近年来有关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和节约利用评估

指标的研究，成为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9~12]。 在
这些研究中，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规律，都是需
要了解的基本问题。 其实，一直以来，集约度就被用
来研究人口密度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13]，或者土地产
权调整对于农业效率的影响等理论问题 [14]，是衡量
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概念和指标。

可见，对于区域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系统分
析，有助于上述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一些学者
利用遥感技术[15]，探讨农地利用集约度的客观测度
方法；一些学者尝试从土地集约度变化诊断土地用
途转换及其对粮食安全状况影响的趋势 [16~18]，其研
究结果表明，了解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对于解
释土地用途的转换，评估资源利用状况，很有助益。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建立在统一的概念体系的基
础上，特别是对于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测度，尚未形
成公认的标准，因而使测度结果难以相互比较。

尽管 Turner 和 Doolittle[19]及 Shriar[20]等曾专门
论述土地集约度及其测度问题，但是他们主要针对
农地利用的集约化，以解释农业增长问题。 本文试
图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分析集约或粗
放利用的根本目的，认识其本质，评价集约度测度
的各种方法，并为不同目的的土地利用集约度测度
指标的选择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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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集约或粗放利用的本质与土地
利用集约度的概念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在土地资源供给约束下，
经营者通过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本和劳动投
入来提高产品产量或经营收益。 当土地资源供给变
得充足时，经营者根据自己的预算，也可能增加经
营的土地面积，而减少单位面积上的资本和劳动投
入，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 单位土地面积上资本
和劳动投入高的利用，被称为对于土地资源的集约
利用；而低的，称为粗放利用。 可见，土地集约或粗
放利用的本质是资本、劳动等经济要素与土地间的
替代（或资源替代）。 Brookfield 就是将土地集约利
用定义为经营者用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来替代土地
面积以提高产出的过程[21]。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土
地利用的集约化或粗放化，能够指示土地用途转换
的趋势，可以用来解释用途转换。

土地利用向更加集约的方向发展，称为土地利
用的集约化；相反，称为粗放化。 由于报酬递减规律
的作用，集约化和粗放化都不是没有限度的。 集约
化发生在土地面积为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其限度是
集约边际，即非土地投入（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在不
断增加的过程中，边际收益恰好等于边际成本的临
界点。 粗放化发生在资本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下，其限度是土地的粗放边际，即资本和劳动约束
下土地投入（面积）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单位面积
上的资本和劳动相应减少， 单位面积产出也在减
少，直到收益恰好等于资本和劳动的成本为止。 这
时候的土地利用没有任何剩余来支付租金，地租为
零。因而粗放边际又叫无租边际。在粗放边际以下，
土地利用就无利可图，这时最容易转为其他用途。

现实中的土地利用， 其集约与粗放的程度，由
于种种原因， 是介于集约边际和粗放边际之间的。
土地利用集约度就是度量现实中土地利用集约或
粗放程度的指标。 那么，依据以上的讨论，土地利用
集约度的定义为：单位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非土地
投入的数量。

由于不同土地的集约边际和粗放边际可以存
在很大的差异，土地利用的集约度也就有很大的差
距。 一般来讲，城市用地通常比农业用地集约度更
高， 而农业用地又比牧业用地和林业用地集约度
高。 其次，区位好或质量优也就是综合利用能力高

的土地，在利用上一般更为集约。 影响集约边际、粗
放边际及土地综合利用能力的各种自然、人文及技
术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土地利用集约度。

3 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测度方法

集约度的测度指标非常混乱。 在市地集约度的
测度中，通常使用容积率，也有使用单位面积国内
生产总值或人口密度的；对于农地，通常使用复种
指数、单位面积上的资本和劳动投入量以及实物形
态的各种生产资料投入量，也有用产量、产值或净
收入指标的。 此外，还有根据各种用地类型间的相
对集约或粗放程度，对复合类型的图斑进行综合测
度，以描述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的。 测度指标的差
异有时是由于应用目的的不同造成的，也有测度数
据可得性限制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还是概念分歧的
结果。 下文试图从五个方面对于现存的指标进行梳
理，以厘清集约度概念，评价不同测度方法的适用
范围和优缺点。
3.1产出测度与投入测度

德国农业经济学家 Brinkmann 可能是最早明
确提出集约度测度方法的人[22]。 其计算公式如下：

I = (A + K + Z)/F (1)
式中：I 为集约度，A 为劳动工资，K 为资本消费额，
Z为经营资本利息，F为经营土地面积。

这一测度指标是以投入来界定集约度的，与上
文给出的集约度定义最为接近。 然而，一些学者曾
提出按单位面积上的产出来测度集约度，把投入作
为代用指标。 其理由是：既然集约利用的最终目标
是提高产出，那么用产出指标来测度集约度就更为
直接[19,23]。 以致后来一些学者认为集约度“通常”是
用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指标来衡量的[20,24,25]。

这些学者主张用产出指标来测度集约度，原因
是他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解释农业增长问题。 有
时候资本或劳力的投入高并不意味着产量就高，因
为不同土地的集约边际是不同的。 然而，这些学者
没有认识到：土地利用的最终经济目标不一定就是
单位面积产出（或土地生产率）的最大化。 当劳动力
成为最大约束条件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最大化成为
经营的主要目标，而这时的土地生产率却可能会降
低。 因此，应该从土地集约或粗放利用的本质上定
义集约度。 即如上文所说：土地集约或粗放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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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是资本、 劳动等经济要素与土地面积间的替
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约度反映的是土地利用系
统中资源配置的状况。 因而，投入测度应该是集约
度的基本测度， 而在难以获得投入数据的时候，可
以考虑用产出测度作为代用指标。 况且，已有既定
的概念来定义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即“土地生
产率”。 后者是衡量生产效率的，而土地集约度侧重
于衡量资源配置的状况。

这个结论对于市地的集约度是一样的。 住宅用
地是市地的主体。 以住宅用地为例，住宅密度的增
大是由于土地租金上升，开发商使用更多的建筑资
本来替代土地的结果 [26]，因而与土地用途转换相联
系，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建筑成本，应是市地利用集
约度的基本测度指标。 然而，习惯上市地利用的集
约度是以产出指标来衡量的，通常是住宅密度。 有
两种测度方法：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住宅套数；或住
宅建筑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率。后者又称容积率[26]。
容积率还是城市规划的重要控制指标。
3.2实物形态测度与价值形态测度

Brinkmann 的集约度测度公式， 以货币为资本
和劳动投入量的计量单位， 又称价值形态的测度。
与此相对的是使用千克、升等实物形态计量单位对
投入的核算。 其中劳动投入的计量通常以“工日/公
顷”为单位。 而生产资料或技术要素投入，计量单位
繁多。这些要素包括：种子投入（千克/公顷）、化肥投
入（千克/公顷）、农药投入（千克/公顷）、能源电力投
入（升/公顷，千瓦时/公顷）、农膜投入（千克/公顷），
等等。 另外，以耕作的密集程度测度集约度，如种植
业的复种指数、林业的种植密度及牧业的放牧密度
等，也可视为实物形态的指标。 市地利用方面，还有
容积率、建筑密度、人口密度（或人均建设用地面
积）等。

由于各种投入的实物形态计量单位不同，因此
实物形态测度的主要缺点是难以综合为一个指标，
进行整体的对比。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复种指数
和种植密度不失为综合反映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指
标[13,19]。 种植密度一般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作物或
树木的株数来计算；复种指数一般定义为全年播种
作物的总面积÷耕地总面积×100%。 在有休耕轮作
的地方，计算的时段可以适当延长。 然而，用种植密
度或复种指数来衡量集约度，比较粗略，投入量差
异的很多信息不能反映出来。

价值形态指标很好地解决了量纲统一的问题，

综合对比非常方便。 然而其最大的缺点，就是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时空差异很大。 有时候会与
劳动和物质投入的真正数量，出现较大的偏差。 这
时，实物形态指标却显示出其优点来。
3.3综合测度与分项测度

上文提到， 由于统一使用货币为计量单位，价
值形态的集约度测度可以将各分项投入统一为一
个综合的指标，可以用来对比各种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之间的集约度高低。 例如，可以对市地、耕地、林
地、牧草地等用地类型的集约度进行统一比较。

价格尤其是当地价格的数据常常难以得到，这
时只能放弃价值形态指标而尝试其他综合测度方
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单项评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后
求算数平均值 [25，27~29]，Herzog 提出的计算公式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其公式为[25]：

I=Σ
n

i=1

[(yi-ymin )/(ymax -ymin )]/n×100 (2)

式中：I 为集约度，yi为某单项评估的分值，ymax为该
项评估所有样本的最高值，ymin为最低值，n 为项数。

在研究农业增长问题时，一些学者根据各个投
入要素对土地产出贡献的相对大小赋予单项指标
权重，最后加权合计为集约度综合指数[19,20,30]。 为了
克服权重赋值的主观性，也有人利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在原始投入要素与主成分综合变量之间建立函
数关系，用这些主成分变量的值作为综合指数来评
价集约度的高低[6]。

不过，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优先考虑综合测度。
有时分项测度更能说明问题。 当价格等经济信号发
生变化时， 替代不只发生在土地与资本和劳动之
间，有时也发生在劳动与资本之间。 土地、资本、劳
动力三大经济要素间的价格相互影响，因此资本集
约度与劳动集约度常常被区分开，分别测度，以指
示土地利用的变化方向。
3.4初级集约度与次级集约度

土地利用集约度还可以分解成初级集约度（或
初级生产集约度）与次级集约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
概念。 前者是指在土地产品如粮食和住宅空间的生
产中，直接把资本或劳动应用于土地；后者是指在
特定地点上对土地产品加工中的资本和劳动的使
用[31]。在用产出指标来测度集约度的时候，特别要注
意两者的区分。 不然，混淆了不同土地利用系统的
界限，使集约度评价的对象不清晰，会影响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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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例如，有时农作物种植的副产品可以用来饲
养牲畜，畜牧产品经过加工制作服装，粮食可以作
为药品的原料，房地产开发生产的空间又是其他经
济活动的土地投入，等等。

因此， 多数情况下都使用初级集约度的概念，
而且要清楚界定土地利用系统的内涵和外延。 只有
在个别情况下（通常是宏观研究或土地利用系统难
以界定时），将初级集约度与次级集约度混合使用。
例如，使用“单位土地面积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集
总数据来表示土地利用集约程度或综合效益[32]。
3.5单纯测度与复合测度

数据统计单元的尺度差异，也使集约度的测度
指标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除了特别指明的之外，上
文谈到的集约度测度均以农户或地块为单元。 当
然，也可以是牧户、农场、林场、房地产开发项目等。
由于只针对单一的用地类型，这类测度可以称为单
纯测度。 与此相对的，基于地区集总数据，包含各种
用地类型在内的相对集约程度测度，可以称为复合
测度。 后者的例子，见于 Gachechiladze利用英国第
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对于英格兰北部土地利用
集约度的制图[33]。其制图单元是 100km2的正方形方
格。 在这次土地利用调查中土地类型按集约度相对
大小被归并为高、中、低三组。 例如，建设用地被列
入高组；耕地列入中组；牧草地和林地列入低组。 最
后， 按各等级类型所占面积百分比为制图单元赋
值，作为该单元的集约度指数。 此外，刘纪远等设计
了一个综合反映空间复合单元土地利用集约度的
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并用该指数分析了中国的土地
利用区域差异[34]。

单纯测度是比较理想的测度方法，但其缺点是
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而且在进行较大时空范围的
测度和制图时，还不得不忽略基本时空单元的内部
差异。 这时，复合测度就成为充分利用现有数据的
权宜之计。

4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集约度测度指
标的选择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有三大主题，即过
程、机制及效应[35]。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作为土地变
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研究服务于土地变化原
因或机制的解释及土地变化效应的评估。 就土地变
化的效应来讲，包括环境、灾害、生态方面的效应，

也包括资源、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效应。 在这些研究
中，用什么指标来测度集约度，主要决定于应用的
目的。 此外，研究对象的时空尺度也影响着指标的
有效性和数据的可得性， 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 表 1是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目的和尺度推
荐的集约度测度方法。

（1） 解释土地利用变化机制 某种用地类型的
面积变化或者不同用地类型之间的转换，往往由相
关土地产品或服务需求或资源供给的变化引起，而
这种供求变化也可能造成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升降，
这是因为这些变化造成的价格波动会改变土地利
用的集约边际。 从这个角度上讲，集约度变化与用
途转换是外部条件变化下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应
变措施。 因此，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土地利用变化
模型必须同时包括集约度和用地类型面积这两个
变量[24]。由于这里主要从资源的替代角度考虑问题，
在集约度的测度中，价值形态的投入要素是首选的
指标。 当研究的时间段较长或区域较大时，价值形
态的指标可能由于价格波动难以真实反映投入水
平，可选用实物形态的测度指标。

（2）评估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灾害及生态效
应 土地利用变化改变地表覆被的状况， 进而作用
于地表的地貌过程、大气过程、水文过程、生态系统
碳氧过程及生物多样性， 并通过这些过程形成环
境、灾害及生态效应。 这方面的效应评估，就土地利
用变化方面来讲， 强调对地表过程的扰动强度，因
而应侧重实物形态的集约度指标。 此外，单项测度
而不是综合测度，往往更容易与具体的环境效应联
系起来。 例如，在环境效应的评估中化肥的施用量

表 1 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目的和尺度推荐的
集约度测度方法

Tab.1 Recommended measures of land use intensity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s and scale of

land use change stud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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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械化程度， 是常用的反映集约度高低的指标。
在较大时空尺度的研究中，也可以用上文介绍的综
合的实物形态指标或复合测度指标，反映人类活动
强度的长期变化和区域差异。

（3）评估土地利用变化的资源、经济及社会效
应 土地利用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宏观上主要
指这种变化带来的相关土地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和
价格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短缺和剧烈的价格波
动等危机状态，例如食物短缺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
暴跌等；而微观上主要指这种变化造成的人们在生
产和生活上的成本或效益、社区的宜居程度以及社
会公平状况的改变等。 经济和社会效应的评估，由
于重视成本和效益的对比， 测度土地利用集约度
时，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应结合起来。 此外，在较大
时空尺度的研究中，还应将实物形态指标与价值形
态指标结合起来。

5 结语

本文从土地集约利用的目的出发，认识到土地
集约或粗放利用的本质是资源替代。 基于这一认
识，提出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基本测度指标应为单位
时段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投入量而非产出量。 产出指
标只可作为代用指标。 这一观点有利于：（1）将土地
利用集约度的概念与土地生产率的概念加以明确
区分；（2） 明确土地利用集约度测度的主要功能是
衡量资源配置的状况，而不是产出的效率；（3）将土
地集约度升降与土地用途转移这两类土地利用变
化联系起来。

针对现存的土地利用集约度测度混乱的状况，
文章从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测度、实物指标还是
价值指标测度、综合测度还是分项测度、单纯测度
还是复合测度以及初级集约度还是次级集约度测
度等五个方面，辨析了土地集约度的概念，评价了
各种指标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需求角度，对土地集约度指标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由于篇幅所限， 文章没有对观察和测量方法
（如遥感方法和调查统计方法）进行讨论。 此外，在
土地覆被变化中，与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相对应的
是土地覆被的属性渐变 （land cover modification）。
土地覆被的属性渐变是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主
要环境效应之一。 如何将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与
土地覆被属性渐变联系起来，以深化土地利用/土地

覆被变化的资源、环境及生态效应的研究，也是在
集约度测度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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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Land Use Intensity

LI Xiubin, ZHU Huiyi, TAN Minghong, XIN Liangji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otic state of its measurements, the article discriminates several
different concep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s of land use intensity and apprai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field of these measurement method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input
or output indicators, physical or monetary indicators, overall indices or single-item measurement,
within-type or across-type measurement, and measurement of primary or secondary intensity. This
paper claims that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or disintensification are two essential ways to realiz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rather than themselves the targets of land use. The
essence of land intensification (or disintensification) is the resource substitution. Thus land
intensification can be defined as a phenomenon of employing capital or labor to substitute land
resources, through which the relationship can be constructed between two types of land use
changes, namely, quantity and intensity changes of land use. In order to serve the study of land
use changes, the basic measure of land use intensity should be input of capital and labor per unit
land area during the specific spell, while the output indices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the surrogate
ones. Final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demand of land use change studies,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index selection of land use intensity.
Key words: land use intensity; measuring indices; land us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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